
儘管我們不能把近代中國學術思

潮化約為各種方法論運動，但可以

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學術思

想背後的方法、態度和精神卻有Q一

種異乎尋常的自覺，表現在近代佛學

研究之中，方法論問題也特別引起學

者的注意，並一度進行了熱烈的討

論。如歐陽竟無與太虛有關法性法相

問題，呂澂與熊十力有關佛學根本問

題以及稍後胡適與鈴木大拙有關禪學

研究問題的論爭，實質上都可以看成

是在方法問題上的分歧與對峙。

可以肯定，近代中國佛學研究在

人文學術科學化的信念下，其方法論

的主流是所謂漢學方法的引入，傳統

由體認而義理的佛學方式被看成是

「隨情立教」、「不顧經論」而在近代佛

學研究的話語中受到輕視1。把佛學

單純地視為知識的對象，並還原為歷

史而作科學的研究，這一研究綱領幾

乎成了學界鐵定的法則。胡適就這樣

說過：「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

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

能的。」2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

甚麼近代中國佛學研究的主要成就表

現在史學上而不是哲學上。在我看

來，參究的體驗雖不必混入學術方法

之內，如馮友蘭先生所說，無論科學

哲學，皆係可寫出或說出的道理表出

之3。但義理是否非訓詁不明？對文

本，特別是宗教或玄學文本的解讀，

是否可以輕易拋棄其話語背後的「生

活形式」？從現代學術眼光來看，這

些問題都還有許多值得重新檢討的地

方。

一　從傳統的立場看

佛陀說法四十多年，但他又說自

己一字不說，可見印度原始佛教注重

在踐證上下工夫，要求信徒勿膠Q文

字，對於佛說的經教也沒有特別的時

間和歷史觀念，故印度佛教始終沒有

建立起嚴格明晰的學統，甚至連一部

像樣的佛史編年或疏證也未曾出現

過。佛教傳入中國後情況稍有變化，

不少學僧受儒家影響，注重對經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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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試圖為佛教傳承制訂各種法

系。如果嚴格地看，中國傳統佛學並

沒有發展出像漢儒那樣一套細密的學

術方法。佛教內部鮮明的對立是禪、

教之爭，禪者講教外別傳，不立文

字，直指心性，注重的是在日常生活

的體會中，在灑掃應對之間去妙契玄

旨，體悟真常。禪者開口雖也有不離

「說通」的，但那最多是一善巧方便，

經典並非至要。義學僧侶們講藉教悟

宗，而他們對經教的研究絕非出於知

識學上的興趣或考據上的嗜好，其大旨

不過是將經教中的道理與心中的道理融

合無間而已，即從經典的義理中體會

聖賢所傳的真諦，故經教雖不能沒

有，但最終還得在自家身上討道理。

如果我們Q眼於史學的視角，那

麼在中國傳統佛學中可資研究的信史

實在太少。僧侶們甚感重要的並非文

字上的依據，而是

揚善取信，對史學

家來說可能十分重

要的問題，對於信

徒而言未必視如珍

寶。在他們心中，

悟解比知識更要

緊。縱使像道安這

樣篤研經典，「詮定

音字，詳核文旨」，

以實現「文理會通，

經義克明」為理想的

嚴謹學僧4 ，也絕

沒有漢儒治經那種

恪守章句的習氣。

這只要從他說的「考

文以徵其理者，昏

其趣也；察句以驗

其義者，迷其旨者

也」5、「或忘文以

全其質，則大智玄

通居可知也」這些話來看，即可思過

半矣6。

明代以後，中國佛學和儒學一樣

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考證學逐漸取代

義理學而興起。人們開始注意原典，

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必須通過嚴密

的考證研究而不是傳統的義理玄談，

才是理解的關鍵，於是道問學與尊德

性具有同樣的作用。學僧們在承認佛

性本有的前提下，主張以道問學的方

式來扶翼佛法的修持7。晚明著名的

蓮池、憨山、藕益等學僧，一面提倡

禪淨雙修，於平易篤實處入手；一面

又主張禪教合一，舉揚對經典的研

習。明末許多禪宗叢林中都出現了藏

經樓，大量地搜集佛經要典，可見其

內部已有了經學研究的要求。而更重

要的，還在於經教即佛心這一觀念

的進一步確認，如憨山就明確表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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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8。真可也提出「文字般若，即緣

因佛性」，主張「以文設教」，以語言

文字而入「文字三昧」9。

這些思想的不斷流通和醞釀成

熟，對晚清以後中國佛學發展產生最

直接的一個結果便是佛教經學的出

現，繼而又是佛教史學的興起。晚清

以來，中國佛學的研究主要是透過居

士來完成的，這些大多經受過儒學涵

泳的知識份子所抱定的一項基本信念

是，佛教復興的根本在於重建佛教的

學統，摒棄傳統佛教義學和禪宗不通

文字般若而產生的顢頇學風，這樣就

不得不在方法上特別注意。對他們來

說，建立學統的最現成的方式，無非

從清代經學中吸取資源，這不僅在他

們可以駕輕就熟bk，而且還可以對剛

傳來的西方學術給予回應。

隨Q漢學方法浸假而風靡於佛學

領域，晚清以來近代中國佛學發展呈

現出鮮明的學術性和專業化的特點，

經驗的、客觀的知識學理念已逐漸取

代傳統佛教超驗的心性體認和形而上

學。無論是以歐陽竟無、呂澂等為代

表的佛教經學研究，或以湯用彤、陳

寅恪、胡適等為代表的佛教史學研

究bl，他們都把漢學方法認作「科學的

實證法」，藉此對佛教古經、古史，

包括歷史上已成定論的大家之言、師

門之說，一概採取慎思明辨、重新評

估的態度，如歐陽竟無的「聖言至教

量，應以經解經，一字不苟」和「由文

字歷史求節節近真，不史不實，不真

不至」的治經方式bm，正可看成是漢學

家的治學三昧。他們樂觀地設定，佛

教的原義是可以首先還原為經典，並

通過對經典進行歷史考證和語言學分

析等方法得到真傳的。理解佛法就必

須依經貼釋，俟經論通曉後，才能處

處有所Q落。如同清代經學家認為以

漢學為門徑，才可以認識真正的古

典，並與宋明後中斷的古代聖哲重新

溝通。近代佛學研究者們也大都從懷

疑唐宋佛教義學和禪宗開始，並進而

由漢文佛經的研究回溯到梵文、巴利

文、藏文等佛典的比較，學愈推而愈

古。他們試圖藉此填補與印度佛學的

時間距離，獲得正解，凡是不取證於

經書、不經過嚴格漢學考證的，都有

可能被視為師心自用。近代中國佛學

史上各種有關經論的真偽論辯和幾部

有代表性的佛史著作，也都明顯浸潤

了漢學方法的流風遺韻。

近代佛教經、史學的研究，確實

讓我們在佛教知識方面受惠無窮。問

題是以漢學方法解讀歷史，尤其是精

神生活或玄學的歷史，其本身就存在

許多不可迴避的難題，如以文字求近

真是否會遺漏文字背後的超驗意義，

流於傳統義學所批判的知解？又如

以所謂科學的客觀性去要求歷史的客

觀性，忽視二者間的區別，是否會

使歷史變得像解釋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所說的無能為力？而最令人

擔心的是，當這一方法在佛學研究領

域無限泛推，沒有經過批判地成為研

究的先驗原則和普遍範式之後，可能

會喪失歷史理解活動的開放性。近代

佛教學者在推崇這一方法的同時，也

確實有取消理解寬容性的傾向。歐陽

竟無就一生鄙視宋學，認為此學「籠

統顢頇，離題太遠」，並說「宋明諸儒

不熄，孔子之道不著」bn。而呂澂對熊

十力的激烈批評，更表示了若不從文

字入手，便是旋轉於相似法中，不得

真實，流於空疏bo。

比較而言，儒家在清代雖曾一度

復興漢學，但不久又讓位於一種更具

有經世和政治色彩的今文經學。而新

內學院研究經典雖然

本 「̧不史不實」的漢

學考據法，但這一方

法是在這樣一個基本

信念的支持下進行

的：即信仰後的研

究。也就是說在尊重

經典意義權威性、神

聖性的前提下，考索

其原因，以助於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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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的發展，則主要以一種新的形式

重建宋學的義理傳統。近代佛學的主

流運動在轉向漢學研究的同時，也大

多有「不忘經國，尋求政術」的經世一

面bp。義學相對而言無多創獲，缺乏

氣象，尤其是其方式上仍跳不出傳統

以經證經的模式，未能形成一套合乎

時代的意義解釋話語。加之對西方哲

學方法的體認還相當不足，亦沒有表

現出較靈活的開放姿態（如新儒學），

其結果可套用林毓生的話說bq：

考據校勘、導論式的*述性著作，借

學術之名傳播自己所相信的教條活

動——而非對有意義的問題進行根據

學術訓練的理論上的理解——便漸次

變成中國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最主

要活動。

二　經學．史學．哲學

近代佛學研究雖然把注意力引向

原典，但因學者們的進路不盡相同，

我們大體可根據其研究方式分為三種

類型：

（一）經學型。此系以歐陽竟無創

立的內學院最有代表性。他們回到原

典，是在「經以載道」的基本假定下，

希望透過對經典的研究而再現聖人之

道。換句話說，他們把虔敬的宗教熱

情轉移到學術研究上去。關於他們的

研究方式，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關於「信而後考」。內學院

研究經典雖然本Q「不史不實」的漢學

考據法，但這一方法是在這樣一個基

本信念的支持下進行的：即信仰後的

研究。歐陽竟無曾給出三種治經方

法，一是宗教式的，此法以經典為教

條，「但有服從而無探討」，實是有結

論而無研究；二是哲學式的，此法則

是有研究而無結論；只有佛法於宗

教、哲學外「別為一學」，其方法是

「結論後之研究」br。所謂「結論後之研

究」，是說在尊重經典意義權威性、

神聖性的前提下，考索其原因，以助

於理解。如佛說「諸行無常」是結論，

研究旨在說明無常的原因在於一切法

有生滅，即在不懷疑前提真理性的條

件下，對之作進一步演繹。由於經典

中的結論（前提）具有「不證自明」的絕

對性，這一態度顯然是經學立場的。

既然如此，那接下來的問題是如

何解釋內學院的疑經立場。疑經講究

的是「考而後信」，即研究後再表態。

判斷一部經的真偽一般不外兩個標

準：一個是內涵上的依據，即看經義

是否合道；另一個是外延上的依據，

近代佛教經、史學的

研究，確實讓我們在

佛教知識方面受惠無

窮。問題是近代佛教

學者在推崇這一方法

的同時，也有取消理

解寬容性的傾向。歐

陽竟無（圖）就一生鄙

視宋學，認為此學

「籠統顢頇，離題太

遠」，並說「宋明諸儒

不熄，孔子之道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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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尋找其是否能成立的證據。這兩

項內容，內學院學者都顧及到了，因

此這Ô只說內涵上的依據。他們採取

的方式是以經證經，問題是作標準的

經本意義是否合道，這Ô其實大有文

章可作。內學院學者在從事訓詁研究

時，也不是沒有自己的思想綱領和學

術取向的。他們旨在重建法相唯識宗

在佛教中的圓教地位，也正是處於這

一信念上的考慮，他們以法相唯識經

義為依據，去判釋歷史上的佛教經

論。歐陽竟無就曾以唯識法相學的經

義為「聖量根據」，重新調整通釋傳

統經藏中各部的關係bs。呂澂判《大乘

起信論》為偽論時的其中一個重要依

據就是，以《大乘起信論》為代表的真

如緣起和心性本覺等思想與唯識學經

義有出入bt。因此，我們不能把疑經

看成內學院對「信而後考」的一個突

破。

第二，關於經典與心性。當經典

的意義（聖言量）被宣稱為具有絕對合

理性時，對這一結論的支持往往既不

是理性可以究竟，也不是一般經驗可

以承諾的，這就逼出佛教所說的現證

或證量來。在處理聖言量與證量的關

係上，內學院學者比較不墮於一邊。

他們對佛教的研究大多是激於身心而

出，故從原則上講，他們肯定佛法是

證量參究中的事。歐陽竟無反覆說佛

法只是「現證而已」ck，佛法鏡智但是

現量，不用比證，不用經驗和日用行

習的思想邏輯cl。呂澂也申明自己研

究佛法乃是心教交參，絕非「治經論」

三字可了事cm。但證量常是聖人中事，

圓明之境亦必無漏方可證得，對於苦

無出世現量的人來說，不能不有所因

藉，故在為學取徑上必轉求於道問

學，取資於知識，借助經典學習和聞

薰來逐漸擴充本有的佛性，所謂「假

聖言量為比量，多聞薰習，如理作

意，以引生其他日之無漏」cn。透過經

典研究趣向佛法鏡智，一般必須經過

兩步：一是簡別經典的真偽、考訂散

亂，在漢學上做存真求是的工作；二

是意義還原，即在細心研讀中體會經

典原義。他們認為對意義有一種規範

性的解釋，就是把意義理解還原為文

字上的考釋，通過梵、藏等文比照來

確定意義。這種經由訓詁而非哲學去

恢復古典經義的做法，顯然是清代漢

學「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的翻版。

如王鳴盛指出：「經以明道，而求道

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

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

理自現，道在其中矣。」co至於在面臨

現代思潮的挑戰中，文字訓詁決定義

理的觀念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合法性，

這一點留待下文討論。

實際上，當內學院學者在退而求

其次，以知識代替體認時，他們無意

中把知識方法絕對化，把「文字般若」

看成通向「實相般若」的唯一法門cp。

他們對台、賢義學的竭力破斥，也是

出於這方面的考慮。

（二）史學型。此系以陳寅恪、胡

適、湯用彤等學者的研究最具代表

性。儘管他們沒有形成統一的研究綱

領，而且在學術背景、動機與方式上

也不雷同，但幾乎都在「六經皆史」這

一觀念下來治佛學。如果說內學院仍

恪守經史間存在的界限，治經斷不可

駁經（如上文歐陽竟無所說「結論後之

研究」），那麼佛史學家們則把經典還

原為歷史文獻，認為經史間並無高下

之分，經典並非究竟之說，佛經也不

一定是載道之文，苟有所失，亦無妨

箴而砭之。這實際上是取消了佛典在

經學研究中的特權。從方法上說，史

陳寅恪說他「喜讀內

典」，而宗趣卻在研

究歷史，他把佛經作

為歷史資料，就其作

者、年代及內容作周

密考證，至於對佛學

玄理的興趣則非常淡

漠。難怪當俞大維將

舍爾巴茨基的有關法

稱因明學及由藏文所

譯龍樹回諍唸給他聽

時，他都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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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們把經學研究的「訓詁明而後義

理明」這一典範引向佛史領域，全面

推行「考而後信」的原則，完成經學向

史學的轉變。如陳寅恪就表示自己學

術的重心在史學而不在經學，他之所

以認為清學不如宋學，就在清代學術

重點在經不在史，沒有宋代史學的風

範。胡適也非常鮮明地說他治學的立

腳點即在歷史cq，故他在經史上簡直

就沒有輕重、正統異端的分別，在方

法上也能更徹底地貫徹無徵不信和批

判懷疑的作風。從這個意義來說，蔡

元培評其「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cr，

實非虛言。

把經還原為史，依據史料和歷史

的觀點重新尋求古代思想的本質與流

變，這對於破除經典迷信、自由研究

自然大有裨益。但問題在於，如何在

對經典進行史學考證的同時，也能尊

重經典的意義解讀。經典與一般史籍

畢竟不能完全等同，它既有時空性的

一面，又有超時空的一面；既有史料

問題，又有義理和形而上學問題。如

果僅以史學的尺度來規定限制經典的

意義，那麼就難免造成許多解讀的盲

點。事實上，內學院的經學雖然強調

訓詁考據的工夫，但並非不深究義

理，只是他們認為，義理不能僅仗心

性的內省，還必須借助經典的訓釋來

完成。像其辨法相唯識不同義，辨二

諦三性義等，皆是以考據來說義理。

而佛史學者雖然在方法取徑上類似內

學院學者，但他們在講訓詁明的時

候，總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對義理的

體究。陳寅恪說他「喜讀內典」，而宗

趣卻在研究歷史，他把佛經作為歷史

資料，就其作者、年代及內容作周密

考證，至於對佛學玄理的興趣則非常

淡漠。難怪當俞大維將舍爾巴茨基

（Stcherbatsky）的有關法稱因明學及由

藏文所譯龍樹回諍唸給他聽時，他都

不感興趣cs。湯用彤雖認為佛史研究

不應徒在文字考證上尋求，而必須有

心性之體會、同情之默應，但他也承

認自己的佛史研究主要取自於考證，

義理有所未逮ct。

宗教文本研究的複雜性在於其所

載並非完全關於經驗事實的記錄，當

我們試圖以一種歷史或科學的經驗方

法來說明這些問題時，必須清楚地意

識到這一方法的解釋限度。賴爾

（Gilbert Ryle）作過一個有趣的比較，

他說神學家和科學家開始假定他們在

討論同一些問題，結果當雙方各自從

自己的前提試圖引出對方領域的結論

時，他們都變得非常糟糕dk。這種說

法可以為我們解釋胡適與鈴木大拙關

於禪學的論爭帶來一些便利。如胡適

以「知識」（knowledge）來理解神會禪

的「靈知不昧」，這一明顯的誤讀並非

出在他對歷史知識的無知，而在於他

混淆了史學和經學、科學和宗教的界

限dl。因此，研究佛學的較合理的方

式可能如印順所說，在於弄清超時空

的自心體驗與現時時空（歷史）中的方

便演化，然後才能恰當處理宗教的歷

史事實dm。

（三）哲學型。相對經、史學研究

而言，近代佛學的哲學研究始終是一

伏流。作為中國近代佛學研究開拓者

之一的楊文會曾一再強調佛教不是哲

學，他批評「近時講求心理學者，每

以佛法與哲學相提並論」dn，這種說法

啟發了後來不少居士中的佛學研究者

和佛教徒中的佛學闡揚者，像同出於

楊氏門下的歐陽竟無和太虛，雖然佛

學見解不同，卻都不約而同地倡導佛

學非哲學。歐陽竟無在他著名的〈佛

法非宗教非哲學〉一文中說，哲學雖

教會人類思考真理，卻無法給出發現

由於熊十力一向鄙視

漢學，再加上其所引

證的經典又有不少是

在經史學研究看來極

有問題的「疑經」，故

而每當面對來自經史

學立場的批判時，他

只能以「我相信此理

如是」或自己沒有「下

學工夫」之類的話加

以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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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故其只能表以事相，而不能究

其實相。太虛則認為佛學可稱為哲學

而又不同哲學，因為哲學旨在說明人

生宇宙，而佛學則不僅以圓覺的智慧

去觀照真理，且要求在實踐上有所擔

當do。

反倒是一批非專門研究佛學的學

者偶以哲學說佛理。梁啟超就以康德

哲學比照佛學，而章太炎雖出於經學

家俞樾之門，並自稱研究佛學是投好

自己在樸學上的興味，但實際上，他

對佛學研究的重點並不在經史上的考

證，除了像〈大乘佛教緣起考〉、〈《大

乘起信論》辨〉等少數幾篇論文是出於

漢學方法外，其他大量佛學論文與其

說是經史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他

說：「佛法只與哲學家為同聚，不與

宗教家為同聚」，故而研究佛學必須

「發明一種最高的哲理出來」dp。

新儒學一系大都有佛學論述，但

其一開始就是按照宋學的路子去探討

佛法義蘊的。如熊十力就表示自己

「一生意趣，本不屬考據方面」dq，而

強調在證量上踐履提撕，於心性上自

明自了。他主張佛學研究必須「精求

義解」，在進路上先立其大者，然後

再以經典相印證，而不是如經學家說

的由訓詁明到義理明。對於內學院提

出的由文字般若到實相般若，熊氏予

以批評。他認為文字與義理畢竟是兩

回事，「佛學自是佛學，梵語自是梵

語」，「通梵語者，雖能誦梵本佛書，

要於學理，不必能通」。一意追求知

識難免滯在言中，不僅對佛法深徹之

旨全沒領會，而且於成德無補dr。

熊氏的問題在於他一方面聲稱自

己對於佛說「始終作為一種參考而

已，完全取准，問之於心」ds，而當他

於心性體究有些信心不足時，他又總

是向經教中討商量。由於他一向鄙視

漢學，再加上其所引證的經典又有不

少是在經史學研究看來極有問題的

「疑經」，如《大乘起信論》、《楞嚴

經》等，故而每當面對來自經史學立

場的批判時，他只能以「我相信此理

如是」或自己沒有「下學工夫」之類的

話加以搪塞dt。由於新儒學在佛學知

識學上往往缺乏穩固的防線，且在對

佛理的闡發上摻入大量儒學或西學的

「成見」，這些都使他們的佛學研究有

被歧出「正統」之外的可能。

三　文字與意義

對於清代經學來說，小學、文字

學不再被視為「蟲魚之學」，而是解讀

經典最基本的專業化工具。所謂讀書

必先識字，於是對文本的意義解讀關

鍵就取決於文字上的訓詁。戴震說得

明白ek：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

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

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

通乎古聖賢之心志。

這種由文字而通乎經義的範式一時成

為定則，近代佛學經史研究亦不外

此。當然，佛教經史學家們已不再拘

於漢字文獻的考釋，而是擴展為梵、

藏等多種文字的比證研究，特別是陳

寅恪廣泛應用西洋語言科學的近代方

法，這就使其成效較乾嘉漢學「更上

一層」。他們甚至以文字訓詁作為解

經的唯一標準，批評傳統佛教義學在

缺乏語言知識的背景下詮證經義是望

文生義，認為只有通曉梵、藏等多種

文字，才能對經義有所正解。像陳寅

新儒學一系大都有佛

學論述，但其一開始

就是按照宋學的路子

去探討佛法義蘊的，

而且在對佛理的闡發

上摻入大量儒學或西

學的「成見」，這些都

使他們的佛學研究有

被歧出「正統」之外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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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對天台智顗義學的批評就完全出於

文字學的立場el。

對文本的意義解讀當然不能離開

文字訓釋，但文字明是否一定表示意

義明，並能實現正詁，這就不無疑問

了。好比認得藥方上的字，未必表明

理解了藥方的用法。語言文字學研究

把重心放在語言的形式和結構上，往

往忽視作為說話行為的語言的實際生

活、交往過程，即對話式的性質。正

如解釋學理論所分析的，詞的意義最

終依賴於它們被說出的具體環境，語

言由於對自身根本沒有意識，因此了

解一種語言並不是指知道這種語言的

規則和結構，而是知道在有關論題上

怎樣使自己被他人所理解。如果把意

義的理解簡單化約為語詞的分析，並

認為這些語詞有精確的意義，可以完

全實現「以漢還漢，以唐還唐」的客觀

理念，而不試圖去理解語言說出的東

西所構造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這

一看法顯然是非常危險的em。

近代中國佛學研究往往在推進信

史建立的同時，忽略了對宗教語言意

義功能的研究。在這方面，西方近現

代宗教學研究的成果值得我們注意。

西方近代以來在對宗教經典的研究

中，滋生出許多語言意義的解釋理

論。如對《聖經》文本的研究發現，宗

教語言具有多維層次，字面意義的背

後，其實還有象徵意義、道德意義、

崇高意義等，故而不能只從字面意義

去解讀經義。其實，佛教經典中的類

似情況就不勝枚舉，如佛教中有關

「空」的規定，我們與其給出一種決定

性的定義，還不如從它的多種用法中

尋找一種「家族的相似性」。又如光是

一部《涅槃經》，對「佛性」的隱喻與提

示就明顯具有不同的用法和意義。不

管怎樣，宗教語言有它自身的特殊

性，它不一定指稱一個經驗中的對

象，也不一定能透過經驗或文字分析

來傳達其真義，但這並不能表明它缺

乏意義。布雷斯韋特（R.B. Braithwaite）

曾向我們成功地提供了一種對宗教語

言分析的範例。他說，許多宗教語言

既不是同義語反覆，也不是經驗中可

證實的命題，但它們卻是有意義的。

如「上帝就是愛」這句話集中體現了基

督教所宣示的一種博愛的生活方式和

道德原則，具有規範行為的意義。據

此，他認為應該修改過去較陳舊的證

實原則，把它變成較寬的使用原則，

「任何陳述的意義，都是通過該陳述

的方式而給出的」en，這就要求我們對

宗教「語言遊戲」的特殊規則、意義標

準以及話語背後的「生活形式」採取一

條較開放的理解之路。

四　在理念與方法之間

本來照Q漢學方法的邏輯來說，

近代佛學研究的經史學家們把佛學還

原為知識，在研究上理應採取韋伯說

的「價值中立」的知識立場，如德國

歷史學研究的「客觀主義之父」蘭克

（Leopold von Ranke）所說的「放棄自

我，以便讓歷史自己說話」。但他們

並沒有完全遵守這一規則，在佛史研

究中熱情地灌注了自己的價值關懷，

這體現了他們在研究方法與理念之間

所存在的一種深刻緊張。

我們不能從宗教歷史學的研究中

直接解決個人靈魂救贖的問題，也就

是說，必須把歷史學研究與倫理性期

望分離開來，這是「價值中立」的一項

基本要求。出於護法的關切，以歐陽

竟無為代表的內學院，幾乎帶有Û道

式地從事佛學研究，從而才有上文所

近代佛學研究的經史

學家們把佛學還原為

知識，在研究上理應

採取韋伯說的「價值

中立」的知識立場，

但他們並沒有完全遵

守這一規則，在佛史

研究中熱情地灌注了

自己的價值關懷，這

體現了他們在研究方

法與理念之間所存在

的一種深刻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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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恰恰相反，正如他以「注重效果」

的成見來寫中國哲學史一樣，他對佛

學的研究也是有意識地要化神奇為臭

腐，以擔當起「捉妖」、「打鬼」的使

命，藉Q考據辨偽的方式去推翻佛教

經典的根據和價值信念。似乎非得視

其為閑人廢物之談，他才覺得舒服。

他曾這樣總結自己研究禪學的基本立

場eo：

大體上說來，我對我所持的對禪宗佛

教嚴厲批評的態度——甚至有些或多

或少的橫蠻理論，認為禪宗文獻在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偽作——這

一點，我是義無反顧的。在很多的場

合¥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來

充當個反面角色，做個破壞的批判家

不可。

這些方式都是根據個人的理想願望，

對歷史文化作出一種決定論的解釋。

儘管歷史研究不可能祛除價值問

題，歷史學家也不可能超然於他所處

的時空去構造一種歷史的看法，但正

如新康德主義學者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所提出的，要確保歷史研究

的客觀公正性，仍然要對研究中使用

的價值方法作如是細分：「實際評價

方法」（practical evaluations）和「與價

值相聯繫的方法」（The theoretical rela-

tion to values）。李氏要求，歷史學家

應盡量迴避對歷史作「實際評價」，即

褒貶評介，而應善於「發現」像宗教、

藝術及國家事件中那些經驗確定的事

實價值，也就是一種文化的價值。他

反對把研究本身變成一種「評價即價

值判斷」的做法，因為歷史並不是一門

評介的科學，而是一門與價值相關的

學科。也有學者認為，褒貶式的「實際

評介」只構成一種道德或美學的評介，

而並不能看成是「歷史的評介」ep。歷

史研究與價值方法的複雜關係當然還

可作更深入的探究，但至少我們可以

得出結論：近代中國佛學研究的主流

方法並沒有達成客觀的知識理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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